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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理解食品伤害网络谣言背景下消费者信任修复形成机理，对于恢复消费者

信心和促进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本文立足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基于社会

共治视角，以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为调节，探讨事前防控因素和事后修复因素对消费者信

任修复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 ４２０ 份问卷的实证检验表明：事前防控因素的社会诚信对消

费者信任修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事后修复因素的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对消

费者信任修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事前防控因素中政府监管和

社会诚信对消费者信任修复的正向影响，并正向调节事后修复因素中信息修复、情感修复

和外界修复对消费者信任修复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细化了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社会共治

情境下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为政府部门、食品企业、媒体、第三方机

构、媒体和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参与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社会共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管理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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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食品优质供给与人民美好需求相匹配，是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之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爆发诸

如塑料紫菜、打针西瓜和皮革酸奶等食品伤害网络谣言。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是指借助互联网广泛

传播扩散的、未经官方权威证实的食品企业伤害行为、食品卫生与营养等“质”的安全问题的虚假

信息（张玉亮和杨英甲，２０１８） ［１］。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数量大，传播面广且迅速，引起消费者抱

怨而减少购买相关食品，导致食品企业盈利下降，侵蚀食品企业品牌资产等（Ｈｅｅｒｄｅ 等，２００７） ［２］。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降低了食品科学权威，导致消费者产生负面情绪（Ｌｅｗｉｃｋｉ 和 Ｂｕｎｋｅｒ，１９９６） ［３］，
扰乱社会秩序（王虎和洪巍，２０１７） ［４］。 因此，食品伤害网络谣言背景下如何促进消费者信任修复

形成，是学界、业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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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展开相关研究，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以下三方面仍值

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有必要从社会共治视角研究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的前因。 消

费者信任修复指企业发生信任违背行为后采取积极的补救策略，对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

进行修复的心理过程（Ｋｉｍ，２００９） ［５］。 社会共治即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协商民主等途径实现社会整

体利益的管理活动（谢康等，２０１７） ［６］。 政府部门是食品安全监管主导者，食品企业是食品伤害网

络谣言治理第一责任人，媒体是食品安全信息重要传播中介，第三方机构提供举证，专家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发挥监督作用（邓刚宏，２０１５） ［７］。 由此推测，实施食品伤害网络

谣言社会共治，需要发挥多方主体各自职能。 其次，对于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的消费者信任修复，既
要做好事前防控，又要做好事后修复。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发生前，政府监管对造谣者和传谣者问责

（Ｓｉｏｍｋｏｓ 等，２０１０） ［８］，借助媒体公信力辟谣和制止谣言恶性传播（Ｓｉｏｍｋｏｓ 和 Ｋｕｒｚｂａｒｄ，１９９４） ［９］，
社会诚信增强公众对食品企业的信心。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发生后，青平等（２０１２） ［１０］基于伤害程度

等提出信息性修复、情感性修复和纠正性修复策略。 由此推测，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对食品伤害网

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有正向积极作用。 再次，个体特征因素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和事

后修复与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可能有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品牌熟悉度（范丽先和李

昕璐，２０１８） ［１１］、消费者知识（蔡国良等，２０１６） ［１２］等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有显著影响。 健康素养是消

费者关于健康和食品安全的认知和社会技能（Ｎｕｔｂｅａｍ，１９９８） ［１３］，为更切合研究情境，本文提出食

品安全素养的概念，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的选择，以及辨析谣言的能力（王高玲和别如

娥，２０１３） ［１４］。 由此推测，食品安全素养高低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与消费者信

任修复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产生作用。
由此，本文以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为背景，基于社会共治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以事前防

控和事后修复作为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前因变量，以食品安全素养为调节变量，构建食品伤害

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研究模型。 本文研究结果可对以往相关研究产生以下贡献。 第

一，以往研究成果大多数以一般的谣言传播为背景，专门针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的研究成果

较为缺乏。 在我国食品产业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探析如何有效地降低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

负面效应尤为重要。 第二，虽然以往研究成果涉及政府、媒体等主体要素，但从食品伤害网络谣

言事前防控到事后修复，从社会共治多方主体视角，探讨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影响因素，仍有待

更深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作用

机理更显必要。 第三，以往研究成果较少解释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背景下消费者信任修复意

愿形成机制的深层次规律，缺乏关注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机制，
本文揭示食品安全素养的调节效应，推进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细化研究。 总体而言，本文研究

从社会共治视角探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策略，为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提供理

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 事前防控对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

就事前防控而言，由于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煽动性大，具有瞬时爆发性和零成本转发等特

征（蔡元元，２０１８） ［１５］ ，食品企业预防能力较弱，消费者可能抱着“宁可信其有”心理参与谣言

传播（施爱东，２０１７） ［１６］ 。 因此，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在事前防控中未扮演重要的角色。 政府作

为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监控主体，处罚造谣者和不负责任监管的网络运营商 （ 张金华等，
２０１８） ［１７］ ；借助公信力高的媒体发布辟谣信息能有效遏制网络谣言传播（郭萌等，２０１５） ［１８］ ；
公平诚实的社会氛围能激励造谣者和传播者自我约束，可唤起公众监督意识，共同防范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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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张国臣，２０１２） ［１９］ 。 由此，政府监管、媒体公信力和社会诚信是事前防控的重要构成因

素。
政府应完善造谣传谣行为法律制度，提高执法力度和效率（谢永江和黄方，２０１３） ［２０］ ；处罚

造谣的网络平台运营商，增加其违法成本（张金华等，２０１８） ［１７］ 。 政府监管政策规范性、监管人

员道德规范、监管行为合法性，对食品企业、媒体和消费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晓巍和杨朝

慧，２０１８） ［２１］ 。 媒体公信力是公众对媒体接受度与信任度的统一，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社会共治

需要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激励网络媒体与谣言食品企业合作传播辟谣信息（焦万慧

和郑风田，２０１８） ［２２］ 。 当媒体形成了良好威信，发生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后媒体监督对消费者信

任修复起到重要作用（熊焰和钱婷婷，２０１２） ［２３］ 。 社会诚信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诚实守信

的道德及规则， 为企业诚信经营、 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 于涛和阎孟伟，
２０１４） ［２４］ 。 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可使食品企业得到有效的诚信评估 （ 王常伟和顾海英，
２０１３） ［２５］ ，即使发生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仍可能对食品企业保持足够的信心。 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事前防控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 事后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

就事后修复而言，应以食品企业为主导，政府、媒体、第三方机构、专家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协

作（Ｂｏｚｉｃ，２０１７） ［２６］。 农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企业可采取信息性补救、情感性补救和纠

正性补救三种策略（青平等，２０１２） ［１０］。 然而，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并未违反相关法规和安全标准，不
存在产品伤害等功能性风险，企业无需采取召回和整改等纠正性修复策略。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和 Ｄｉｅｔｚ
（２００９） ［２７］提出恢复消费者信任还要“外部治理”，即除企业主导的信息修复和情感修复外，事后修

复还需政府、媒体、第三方机构、专家和消费者等外界主体共同协作。 本文将企业以外的外界主体

参与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后修复称为“外界修复”策略。 由此，事后修复包括信息修复、情感修复

和外界修复。
信息修复指谣言传播后食品企业及时地与消费者进行解释、提供证明证据、公布事件处理进展

等信息沟通。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可控制谣言信息扩散，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有

显著影响（韩亚品和胡珑瑛，２０１３） ［２８］。 食品企业借助官方网站、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等澄清实情，消
费者受到的负面作用相对有限（Ｘｉｅ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２９］。 情感修复指食品伤害危机发生后，食品企

业以否认、澄清、反驳和承诺等回应方式解决消费者焦虑等情感需求，提升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的情

感感知从而修复信任关系（Ｘｉｅ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２９］。 当企业面临谣言危机时，否认、道歉、赔偿承诺

等情感修复策略有利于促进消费者产生积极情绪，因而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作用显著（Ｃｏｏｍｂｓ，
２０１４［３０］；关新华等，２０１７［３１］）。 外界修复指政府、第三方机构、媒体和专家等主体通过专业说服促

进消费者信任修复。 当食品安全科研机构、专家等主体充当辟谣者时，可提高辟谣信息说服力（熊
炎，２０１５） ［３２］；第三方检测机构通过反驳科学证据漏洞，可消除网络谣言 （王颖吉和孙怡君，
２０１７） ［３３］；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可提高公众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的辟谣能力（宋清华和陈建宏，
２０１７） ［３４］。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事后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 食品安全素养的调节效应

食品安全素养体现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观念的重视，对食品安全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对
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学习能力，以及对食品安全谣言的辨析能力（王高玲和别

如娥，２０１３） ［１４］。 食品安全素养较高的消费者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进行科学判别，能将食品谣言负

面效应弱化，更容易形成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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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前防控视角下，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更关注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效果，受到谣言负面

影响的可能性较低（丁先存和王芃，２０１４） ［３５］。 同样地，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对媒体权威性

和影响力有着更客观的认知，消费者更倾向于相信权威媒体发布的辟谣报道，更可能形成信任修复

意愿（邓胜利等，２０１７） ［３６］。 再有，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坚信良好社会秩序下食品安全治理

的可靠性，从而对涉谣食品企业产生更强的信任修复意愿（李月琳和张秀，２０１８） ［３７］。 在事后修复

视角下，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对食品企业发布的澄清信息进行客观评价，从而产生更强的信

任修复意愿（刘泾，２０１４） ［３８］。 而且，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的修复措施更能产生

好感，因此更愿意重建信任。 最后，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较为认可第三方机构、专家和亲友

等相关主体的独立性、专业性，从而更可能产生信任修复意愿（刘鸣筝和孔泽鸣，２０１７） ［３９］。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事前防控与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
Ｈ３ｂ：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事后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设计

１． 案例选择

本文的问卷设计立足我国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特殊情境，基于益海嘉里集团旗下金龙鱼“地沟

油”网络谣言传播特定案例展开。 金龙鱼食用油在我国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较高，金龙鱼“地沟

油”网络谣言引起消费者普遍关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６ 日，“地沟油被金龙鱼回收，转发出去传播正能

量”网络谣言视频广泛传播。 ５ 月 ２３ 日，益海嘉里起诉发布谣言的微信公众号；５ 月 ２４ 日，中国粮

油学会油脂分会发出“关于近期流传的‘金龙鱼’地沟油不实信息的声明”；５ 月 ２６ 日，金龙鱼官网

发布“悬赏 １０００ 万声明”；７ 月 ３ 日，公安局破获谣言案件并对嫌疑人进行刑事处分。 同时，中央电

视台、人民网和搜狐网等媒体发布辟谣报道。 金龙鱼重新赢得消费者信任，继续占领我国粮油市场

领军位置。 由此，选择金龙鱼“地沟油”网络谣言作为本文问卷调查的背景案例具有典型性和说

服力。
２． 数据搜集和研究样本

本文运用的实证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期间，通过问卷星、ＱＱ、微信等社交平台发

送并回收在线问卷调查获得。 总共随机发放出问卷 ４５０ 份，收回问卷 ４３６ 份，剔除填答不完整或全

部勾选同一答案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 ４２０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３􀆰 ３％ 。 调查对象的人口

统计特征表现为年轻、文化程度较高、职业和收入较为稳定，他们为互联网重要使用群体，关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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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对调查问卷内容较容易理解，因此，本文研究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具体样本数据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样本特征（Ｎ ＝ ４２０）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 ）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 ）

性别

年龄

职业

男性 １５８ ３７􀆰 ６

女性 ２６２ ６２􀆰 ４

２０ 岁以下 １１ ２􀆰 ６

２０ ～ ２９ 岁 ２５３ ６０􀆰 ３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３ １０􀆰 ３

４０ ～ ４９ 岁 ７９ １８􀆰 ８

５０ ～ ５９ 岁 ２８ ６􀆰 ７

６０ 岁以上 ６ １４􀆰 ３

政府职员 １５ ３􀆰 ６

事业单位员工 ８６ ２０􀆰 ５

企业员工 １２５ ２９􀆰 ８

个体经营者 ２１ ５􀆰 ０

离退休人员 １４ ３􀆰 ３

学生 １１０ ２６􀆰 ２

其他 ４９ １１􀆰 ６

文化程度

家庭结构

家庭月收入

小学及以下 ６ １４􀆰 ３

初中 １４ ３􀆰 ３

高中 ４２ １０􀆰 ０

大专 ８０ １９􀆰 １

本科 １５９ ３７􀆰 ９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１９ ２８􀆰 ４

单身人士 １３８ ３２􀆰 ９

二人世界 ９７ ２３􀆰 １

父母同住 １１１ ２６􀆰 ４

多代同堂 ７４ １７􀆰 ６

２１００ 元以下 ６２ １４􀆰 ７

２１０１ ～ ５０００ 元 １２５ ２９􀆰 ８

５００１ ～ ８０００ 元 １０２ ２４􀆰 ３

８００１ ～ １２０００ 元 ５６ １３􀆰 ３

１２００１ ～１５０００ 元 ２３ ５􀆰 ５

１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５２ １２􀆰 ４

　 　 注：职业中的“其他”是指农民、军人以及上述分类尚未涵盖的其他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文的变量测量题项全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成熟量表，并根据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和

研究需要修改这些测度项并形成初始量表，每个变量均使用多个测度项进行度量，以保证调查问卷

内容效度。 邀请了 ５０ 位消费者进行问卷前测，根据他们的反馈信息对初始量表语言进行完善，最
终形成了包含 ４７ 个测度项的正式调查问卷。 问卷均采用李克特 ５ 分量表，所有变量的赋值均从 １
分到 ５ 分排列，１ ～ ５ 分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不同等级。

调查问卷的测量题项与引用来源如下：政府监管的量表基于罗彬（２０１４） ［４０］ 和杨畅（２０１３） ［４１］

的研究修改得出，媒体公信力的量表基于 Ｇａｚｉａｎｏ 等（１９８６） ［４２］ 的研究修改得出，社会诚信的量表

基于于涛和阎孟伟（２０１４） ［２４］的研究修改得出；信息修复的量表基于 Ｃａｏ 等（２０１４） ［４３］ 的研究修改

得出，情感修复的量表基于 Ｘｉｅ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２９］的研究修改得出，外界修复的量表基于张淑萍等

（２０１４） ［４４］、青平等 （２０１４ ） ［４５］、马超 （２０１９ ） ［４６］、王颖吉和孙怡君 （２０１７ ） ［３３］、刘于思和徐煜

（２０１６） ［４７］的研究修改得出；信任修复意愿的量表基于 Ｘｉｅ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２９］的研究修改得出；食品

安全素养的量表基于郭立群和彭波（２０１８） ［４８］、王高玲等（２０１３） ［１４］、王高玲等（２０１８） ［４９］ 的研究修

改得出。 控制变量包括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结构和家庭月收入。 各变量的具

体测量题项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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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来检验，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对政府监管、媒体公信力、社会

诚信、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外界修复、信任修复意愿和食品安全素养八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进行分析，各变量的信度系数最低为 ０􀆰 ７９，高于 ０􀆰 ７０ 的临界值，表明问卷信度具有良好的

信度。
表 ２ 变量测度项、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Ｎ ＝ ４２０）

潜变量 测度项
平均值

／ 标准差

标准

载荷
信度 ＣＲ ＡＶＥ

政府监管

（ＧＲ）

ＧＲ１ 政府监管政策具有良好的规范性、系统性和稳

定性
３􀆰 ４７ ／ １􀆰 ０６ ０􀆰 ８７８

ＧＲ２ 政府监管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受到法律监督 ３􀆰 ７２ ／ ０􀆰 ９８ ０􀆰 ８４６

ＧＲ３ 政府监管工作公开透明，信息发布真实及时 ３􀆰 ３２ ／ １􀆰 ０９ ０􀆰 ９１１

ＧＲ４ 政府监管民主化程度较高，消费者可参与决策 ３􀆰 １９ ／ １􀆰 １４ ０􀆰 ８８４

ＧＲ５ 政府监管人员有良好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３􀆰 ２９ ／ １􀆰 １４ ０􀆰 ８９９

０􀆰 ９２９ ０􀆰 ９４７ ０􀆰 ７８１

媒体

公信力

（ＭＣ）

ＭＣ１ 媒体食品安全报道真实，不含虚假和虚构成分 ３􀆰 ２７ ／ １􀆰 ０３ ０􀆰 ８９５

ＭＣ２ 媒体食品安全报道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 ３􀆰 ３４ ／ １􀆰 ０２ ０􀆰 ８９６

ＭＣ３ 媒体食品安全报道迅速、高效 ３􀆰 ３９ ／ １􀆰 ０４ ０􀆰 ８３７

ＭＣ４ 媒体食品安全报道提供了科学、客观、有用的

信息
３􀆰 ３４ ／ １􀆰 ０２ ０􀆰 ８９３

ＭＣ５ 媒体不转载不传播未经查证的食品伤害危机

事件
３􀆰 ２８ ／ １􀆰 １０ ０􀆰 ８１４

０􀆰 ９１７ ０􀆰 ９３９ ０􀆰 ７５４

社会诚信

（ＳＨ）

ＳＨ１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市场秩序良好 ３􀆰 ２１ ／ １􀆰 ０４ ０􀆰 ８７７

ＳＨ２ 食品供应链成员及公众道德自律，坚守诚信

信念
３􀆰 ２２ ／ １􀆰 ０５ ０􀆰 ８８８

ＳＨ３ 监管机构对食品安全领域诚信状况进行监督

管理
３􀆰 ４０ ／ １􀆰 ００ ０􀆰 ８８９

ＳＨ４ 政府开展食品企业质量安全诚信档案建设工作 ３􀆰 ５１ ／ ０􀆰 ９５ ０􀆰 ８７０

ＳＨ５ 社会公民坚守正确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３􀆰 ５０ ／ ０􀆰 ９７ ０􀆰 ８５７

０􀆰 ９２４ ０􀆰 ９４３ ０􀆰 ７６８

信息修复

（ ＩＲ）

ＩＲ１ 食品企业邀请政府和专家调查取证并公示结果 ３􀆰 ８２ ／ ０􀆰 ８３ ０􀆰 ８４９

ＩＲ２ 食品企业证实谣言食品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 ３􀆰 ６６ ／ ０􀆰 ８８ ０􀆰 ８５１

ＩＲ３ 食品企业借助新闻媒体、自媒体澄清及跟踪

报道
３􀆰 ７６ ／ ０􀆰 ８４ ０􀆰 ８８９

ＩＲ４ 食品企业告诫消费者不轻信和不传播网络谣言 ３􀆰 ７１ ／ ０􀆰 ８５ ０􀆰 ８５１

ＩＲ５ 食品企业通过广告宣传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３􀆰 ６０ ／ ０􀆰 ９２ ０􀆰 ８２５

０􀆰 ９０６ ０􀆰 ９３０ ０􀆰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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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潜变量 测度项
平均值

／ 标准差

标准

载荷
信度 ＣＲ ＡＶＥ

情感修复

（ＡＲ）

ＡＲ１ 食品企业向消费者作出明确的否认声明 ３􀆰 ６２ ／ ０􀆰 ８７ ０􀆰 ８３１

ＡＲ２ 食品企业充分考虑消费者怀疑、焦虑等负面

情绪
３􀆰 ６６ ／ ０􀆰 ９２ ０􀆰 ８８４

ＡＲ３ 食品企业积极向消费者提供精神和情感安抚 ３􀆰 ６５ ／ ０􀆰 ９２ ０􀆰 ９０２

ＡＲ４ 食品企业向消费者做出包退包换等质量安全

承诺
３􀆰 ７８ ／ ０􀆰 ９９ ０􀆰 ８５１

０􀆰 ８９０ ０􀆰 ９２４ ０􀆰 ７５３

外界修复

（ＥＲ）

ＥＲ１ 政府坚决追究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３􀆰 ９２ ／ ０􀆰 ８８ ０􀆰 ８９８

ＥＲ２ 权威媒体及时发布辟谣信息并追踪报道处理

进展
３􀆰 ９０ ／ ０􀆰 ８６ ０􀆰 ９３５

ＥＲ３ 专家学者通过专业论证和科学论据击破网络

谣言
３􀆰 ８５ ／ ０􀆰 ８５ ０􀆰 ９０５

ＥＲ４ 第三方机构进行食品安全快检并澄清网络谣言 ３􀆰 ８８ ／ ０􀆰 ８６ ０􀆰 ９０４

ＥＲ５ 亲朋好友提醒和劝阻不可轻信或传播网络谣言 ３􀆰 ７７ ／ ０􀆰 ８９ ０􀆰 ８０４

０􀆰 ９３４ ０􀆰 ９５０ ０􀆰 ７９３

信任修复

意愿

（ＣＴＲＷ）

ＣＴＲＷ１ 我仍愿意相信该食品企业 ３􀆰 ４３ ／ ０􀆰 ８９ ０􀆰 ９２９

ＣＴＲＷ２ 我仍觉得该食品企业是可靠的 ３􀆰 ４１ ／ ０􀆰 ８９ ０􀆰 ９３１

ＣＴＲＷ３ 我仍觉得该食品企业是可信的 ３􀆰 ５３ ／ ０􀆰 ９４ ０􀆰 ７９９

ＣＴＲＷ４ 我仍愿意购买该食品企业的产品 ３􀆰 ３７ ／ ０􀆰 ９２ ０􀆰 ９３５

ＣＴＲＷ５ 我仍愿意将该食品企业产品推荐给亲友 ３􀆰 ２２ ／ ０􀆰 ９２ ０􀆰 ９０５

ＣＴＲＷ６ 我仍愿意尝试该食品企业推出的新产品 ３􀆰 ３４ ／ ０􀆰 ９１ ０􀆰 ９０７

０􀆰 ９５３ ０􀆰 ９６３ ０􀆰 ８１４

食品安全

素养

（ＳＬ）

ＳＬ１ 我愿获取食品安全科学术语、专业知识和相关

方法
４􀆰 ０４ ／ ０􀆰 ７７ ０􀆰 ７５５

ＳＬ２ 我关注食品安全节目、科普出版物和科普宣传

活动
３􀆰 ７３ ／ ０􀆰 ８７ ０􀆰 ７３９

ＳＬ３ 我不相信非官方的食品安全信息 ３􀆰 ６８ ／ ０􀆰 ８９ ０􀆰 ７１６

ＳＬ４ 我善于拒绝危言耸听、歪曲事实的食品安全

信息
３􀆰 ８２ ／ ０􀆰 ８２ ０􀆰 ８１７

ＳＬ５ 我相信官方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 ３􀆰 ７３ ／ ０􀆰 ８６ ０􀆰 ７９６

０􀆰 ８２３ ０􀆰 ８７６ ０􀆰 ５８６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效度分析。 效度一般而言分为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 内容效度方面，本文变量测量项均在借

鉴已有文献成熟量表基础上，根据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修改测度项而形成初始量表，在专家指导

下进行预调研，对初始量表进行优化，证明量表内容效度良好。 因此，本文研究量表并非自行开发，
无需进行主成分分析（匡红云和江若尘，２０１９） ［５０］。 结构效度方面，本文检验了收敛效度和区分效

度，对政府监管、媒体公信力、社会诚信、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外界修复、信任修复意愿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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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八个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复合信度（ＣＲ 值）和平均方差萃取量（ＡＶＥ 值）进行验证，统计检验结

果如表 ２ 所示。 八个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均大于 ０􀆰 ７，在标准值 ０􀆰 ６ 以上，ｔ 值在 ｐ ＜ ０􀆰 ０１ 的水平下显

著，表明测量指标具有较高信度。 ＣＲ 值均在 ０􀆰 ８ 以上，大于标准值 ０􀆰 ６，说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较

好；ＡＶＥ 值均大于推荐值 ０􀆰 ５，说明各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方差，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如下文表 ３ 所示，各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表中对角线上的数字）均大于相应的相关系数，这表明

本文各变量所使用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以上检验结果均说明了本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

四、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

方差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将八个变量的所有测量题项全部并入一个变量。 结果显示，ＫＭＯ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值为 ０􀆰 ９３５，大于 ０􀆰 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性检验值为 １１１４５􀆰 ８３０，ｄｆ 值为 ７８０，Ｓｉｇ．
值为 ０􀆰 ０００，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质量较好，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数据进行因子提取后发现，所
有题项中绝大部分因子载荷都大于最低标准 ０􀆰 ５，且各题项因子载荷分布都符合预期，只有 ＳＬ５ 这

一个题项的因子载荷为 ０􀆰 ４３６，小于 ０􀆰 ５，故后文数据处理中予以删除，其他所有测度项均予以保

留。 其次，本文进行二次萃取后，样本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３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性检验值为 １０９１６􀆰 ０２５，ｄｆ
值为 ７４１，Ｓｉｇ． 值为 ０􀆰 ０００，总方差解释率为 ７１􀆰 ９２７％ ，超过 ６０％的最低标准值，各变量题项的因子

载荷均大于 ０􀆰 ５，各变量指标在对应变量上的负载大于在其他因子上的负载，指标结构合理和稳

定，表明各变量指标能有效反映其测量的变量信息。 最后，本文通过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法对可能存在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 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依据提取的因子数和第一个因子的

解释力审查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结果显示，总共提取八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

解释的变异量为 ３６􀆰 ４６％ ，低于 ４０％的判断标准，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率过大的情况。 综上所

述，八个主要变量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文进行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可

行的。
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每个变量测度项的平均值来证明变量，并对人口特征变量分别进行编码。 政府监管、
媒体公信力、社会诚信、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外界修复、信任修复意愿、食品安全素养及人口特征变

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如表 ３ 所示。 结合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分析食品伤

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及消费者对自身食品安全素养的

评价。
（１）事前防控中，政府监管、社会诚信和媒体公信力的均值从大到小排列为 ３􀆰 ３９、３􀆰 ３６ 和

３􀆰 ３２，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消费者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认可度相对不够高，这可能是因

为消费者对当前我国政府监管失灵、媒体公信力下降、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等方面有所顾虑，从而

对事前防控持保留态度。 因此，事前防控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形成中扮

演相对次要的角色。
（２）事后修复中，外界修复、信息修复、情感修复的均值按大小依次排列为 ３􀆰 ８６、３􀆰 ７１ 和 ３􀆰 ６８，

事后修复相对事前防控的均值处于较高水平。 一方面，政府、媒体和第三方机构等具有独立性、专
业性等特征，消费者对社会多方主体的修复策略认可程度较高；另一方面，食品企业在事后修复中

及时加强信息披露，安抚消费者负面情绪，因而促进了消费者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的形成，所以对

信息修复和情感修复也较为认同。 因此，消费者对事后修复因素总体评价较高，事后修复在食品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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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３）食品安全素养的均值为 ３􀆰 ８１，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本文样本中的消费者认为自身食品安全

知识学习意愿、科学节目和科普活动关注意愿较高，对食品安全信息渠道进行挑选，信息获取和辨

识能力较高，总体上能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进行科学的、正确的判断。
（４）信任修复意愿的均值为 ３􀆰 ３８，处于略高水平，这表明消费者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食品企业

和相关食品虽然有一定的信任修复意愿，但是对涉谣企业和相关食品仍持有消极情绪，存在“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想法，向亲友推荐涉谣企业产品的意愿不高。
（５）相关系数如表 ３ 所示。 首先，政府监管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４５０，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

媒体公信力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４７１，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社会诚信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５３０，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信息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６４５，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情感修复

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６２６，ｐ ＜ ０􀆰 ０１）显著正相关，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５９８，ｐ ＜ ０􀆰 ０１）
显著正相关。 其次，食品安全素养与政府监管（ ｒ ＝ ０􀆰 ４１１，ｐ ＜ ０􀆰 ０１）、媒体公信力（ ｒ ＝ ０􀆰 ４５８，ｐ ＜
０􀆰 ０１）、社会诚信（ ｒ ＝ ０􀆰 ４８９，ｐ ＜ ０􀆰 ０１）、信息修复（ ｒ ＝ ０􀆰 ５８５，ｐ ＜ ０􀆰 ０１）、情感修复（ ｒ ＝ ０􀆰 ５６４，ｐ ＜
０􀆰 ０１）、外界修复（ ｒ ＝ ０􀆰 ６２９，ｐ ＜ ０􀆰 ０１）、信任修复意愿（ ｒ ＝ ０􀆰 ５０４，ｐ ＜ ０􀆰 ０１）都正向显著相关，这些与

理论模型预期一致，为模型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３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Ｎ ＝ ４２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 性别 —

２． 年龄 －０􀆰 ０１３ —

３． 文化程度 －０􀆰 ０５０ －􀆰 ４６６∗∗ —

４． 职业 ０􀆰 ０４６ －􀆰 ２２４∗∗ －０􀆰 ００５ —

５． 家庭结构 ０􀆰 ０９６∗ 􀆰 ３１７∗∗ －􀆰 ２３８∗∗ ０􀆰 ０４６ —

６． 家庭月收入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６ 􀆰 １２７∗∗ －􀆰 ２２６∗∗ ０􀆰 １０１∗ —

７． 政府监管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１６ ０􀆰 ８８４

８． 媒体公信力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６ －０􀆰 １４∗∗ ０􀆰 ０９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４０ ０􀆰 ７００∗∗ ０􀆰 ８６８

９． 社会诚信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８ －０􀆰 １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３６ ０􀆰 ７０３∗∗ ０􀆰 ７０３∗∗ ０􀆰 ８７６

１０． 信息修复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６ ０􀆰 ４９６∗∗ ０􀆰 ５０７∗∗ ０􀆰 ５６２∗∗ ０􀆰 ８５３

１１． 情感修复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７ ０􀆰 １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４８４∗∗ ０􀆰 ４９８∗∗ ０􀆰 ５６４∗∗ ０􀆰 ７２８∗∗ ０􀆰 ８６８

１２． 外界修复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１７ ０􀆰 ４３４∗∗ ０􀆰 ４７３∗∗ ０􀆰 ４９８∗∗ ０􀆰 ７２２∗∗ ０􀆰 ７３０∗∗ ０􀆰 ９２１

１３． 信任修复

意愿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３ ０􀆰 ４５０∗∗ ０􀆰 ４７１∗∗ ０􀆰 ５３０∗∗ ０􀆰 ６４５∗∗ ０􀆰 ６２６∗∗ ０􀆰 ５９８∗∗ ０􀆰 ９２９

１４．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４１１∗∗ ０􀆰 ４５８∗∗ ０􀆰 ４８９∗∗ ０􀆰 ５８５∗∗ ０􀆰 ５６４∗∗ ０􀆰 ６２９∗∗ ０􀆰 ５０４∗∗ ０􀆰 ７８６

均值 １􀆰 ６２４ ２􀆰 ７１ ４􀆰 ７４ ４􀆰 ０９ ２􀆰 ２９ ３􀆰 ０２ ３􀆰 ３９７ ３􀆰 ３２５ ３􀆰 ３６８ ３􀆰 ７１ ３􀆰 ６７９ ３􀆰 ８６４ ３􀆰 ３８２ ３􀆰 ８１８

标准差 ０􀆰 ４８５ １􀆰 １００ １􀆰 １５６ １􀆰 ８８９ １􀆰 １０３ １􀆰 ５３６ ０􀆰 ９５８ ０􀆰 ９０２ ０􀆰 ８７８ ０􀆰 ７３６ ０􀆰 ８０２ ０􀆰 ７６９ ０􀆰 ８２１ ０􀆰 ６５７

　 　 注：Ｎ ＝ ４２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对角线上的数值为 ＡＶＥ 平方根值，其他数值为构面间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３． 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２􀆰 ０ 构建整体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政府监管、媒体公信力、社会诚信、信息修

复、情感修复、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关系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并对研究假设进行依次检

验。 根据 Ｈａｉｒ 等（２０１４） ［５１］建议，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抽样 ５０００ 次，得到事前防控、事后修复对信任

修复意愿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结果，由图 ２ 和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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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假设检验结果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双尾）；ｎｓ 表示不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４ 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Ｔ 值 Ｐ 值 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

政府监管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０１７ ０􀆰 ３３３ ０􀆰 ７２２ ｎｓ 不成立

媒体公信力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０４９ ０􀆰 ８１６ ０􀆰 ４１３ ｎｓ 不成立

社会诚信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１３６ ２􀆰 ０５４ ０􀆰 ０２３ ∗∗ 成立

信息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２８６ ４􀆰 ９５６ ０􀆰 ０００ ∗∗∗ 成立

情感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２００ ２􀆰 ９０８ ０􀆰 ００４ ∗∗∗ 成立

外界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正向影响 ０􀆰 １４７ ２􀆰 ４００ ０􀆰 ０１６ ∗∗ 成立

　 　 注：信任修复意愿的 Ｒ２ ＝ ０􀆰 ５０２；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抽样 ５０００ 次，检验类型为双尾检验，∗∗∗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双尾）；ｎｓ 表示不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１）事前防控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其中，政府监管和

媒体公信力不发挥作用，社会诚信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监管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０１７，ｐ ＞ ０􀆰 １，不显著，这表明政府监管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影响不显著，即食

品伤害网络谣言发生前的政府监管与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并无直接关系。 其次，媒体公信力与信

任修复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０４９，ｐ ＞ ０􀆰 １，不显著，这表明媒体公信力对消费者的信任

修复意愿影响不显著，即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发生前的媒体信誉度和影响力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

并无显著效果。 再次，社会诚信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１３６，ｐ ＜ ０􀆰 ０５，显著，
这表明社会诚信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即消费者对社会诚信评价越高则越容易产生

信任修复意愿。 由此，事前防控中，仅社会诚信对信任修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假设 Ｈ１ 部分得到

支持。
（２）事后修复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发挥全部积极作用，其中，信息修复是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情感修复次之，最后是外界修复。 首先，信息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２８６，ｐ ＜ ０􀆰 ０１，显著，这表明信息修复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即食品

伤害网络谣言传播后，消费者对食品企业采取及时的、有效的信息修复策略认可度较高，越倾向于

增强信任修复意愿。 其次，情感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２００，ｐ ＜ ０􀆰 ０１，显
著，这表明情感修复显著正面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即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后，消费者对食

品企业实施情感修复策略评价越好，消费者越愿意提升信任修复意愿。 再次，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

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１４７，ｐ ＜ ０􀆰 ０５，显著，这表明外界修复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信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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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意愿，即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后，消费者认为政府、媒体、第三方机构等外界主体实施修复策略

效果越好，消费者越可能形成信任修复意愿。 由此，事后修复中，信息修复效果最好，其次是情感修

复，最后是外界修复，假设 Ｈ２ 全部得到支持。
最后，信任修复意愿作为内生变量的 Ｒ２ 值为 ０􀆰 ５０２，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
４． 调节效应检验

为避免自变量、因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数据均

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依次进行回归，预测结果变量，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食品安全素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Ｎ ＝ ４２０）

项目 变量
信任修复意愿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控制

变量

常数 ３􀆰 ８５３∗∗∗ ３􀆰 ７９２∗∗∗ ３􀆰 ７７９∗∗∗ ３􀆰 ７８５∗∗∗ ３􀆰 ７９４∗∗∗ ３􀆰 ４５７∗∗∗ ３􀆰 ５４３∗∗∗

性别 － ０􀆰 １０２ － ０􀆰 １６８∗∗ － ０􀆰 １５５∗∗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３０∗ －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９４

年龄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２１

文化程度 －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职业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５

家庭结构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５

家庭月收入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４

自变量

政府监管 ０􀆰 ３９３∗∗∗ ０􀆰 ２４６∗∗∗

媒体公信力 ０􀆰 ４３５∗∗∗ ０􀆰 ２７１∗∗∗

社会诚信 ０􀆰 ５０２∗∗∗ ０􀆰 ３３２∗∗∗

信息修复

情感修复

外界修复

调节变量 食品安全素养 ０􀆰 ５０４∗∗∗ ０􀆰 ４７４∗∗∗ ０􀆰 ４３１∗∗∗

乘积项

政府监管 ×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７１∗

媒体公信力 × 食品安

全素养
０􀆰 ０４７

社会诚信 ×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７５∗

信息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情感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外界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６４１

张　 蓓，吴宝姝，文晓巍　 网络谣言社会共治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



续表 ５

项目 变量
信任修复意愿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Ｆ 值 １􀆰 １６５ １６􀆰 ７１７ ２４􀆰 ２４５ １８􀆰 １０５ ２３􀆰 ８３０ ２４􀆰 ４５３ ２７􀆰 ６０１

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２２１ ０􀆰 ３４７ ０􀆰 ２３５ ０􀆰 ３４３ ０􀆰 ２９４ ０􀆰 ３７７

ΔＦ 值 １􀆰 １６５ １０８􀆰 ２１０ ３􀆰 ３１３ １１７􀆰 ７６４ １􀆰 ２５９ １６１􀆰 ４６３ ３􀆰 １９０

Δ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２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２７７ ０􀆰 ００５

ＶＩＦ １􀆰 ０１０ － １􀆰 ８４５

项目 变量
信任修复意愿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控制

变量

常数 ４􀆰 ０４９∗∗∗ ３􀆰 ９６６∗∗∗ ３􀆰 ８８１∗∗∗ ３􀆰 ８２６∗∗∗ ３􀆰 ７６２∗∗∗ ３􀆰 ７４２∗∗∗

性别 － ０􀆰 １６４∗∗∗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８８∗∗∗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６３∗∗ － ０􀆰 １５２∗∗

年龄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３２

文化程度 －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３５

职业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家庭结构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２

家庭月收入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０∗

自变量

政府监管

媒体公信力

社会诚信

信息修复 ０􀆰 ７３９∗∗∗ ０􀆰 ６１８∗∗∗

情感修复 ０􀆰 ６５５∗∗∗ ０􀆰 ５２６∗∗∗

外界修复 ０􀆰 ６４３∗∗∗ ０􀆰 ５１１∗∗∗

调节变量 食品安全素养 ０􀆰 ２４２∗∗∗ ０􀆰 ２９３∗∗∗ ０􀆰 ２７１∗∗∗

乘积项

政府监管 × 食品安全

素养

媒体公信力 × 食品安

全素养

社会诚信 × 食品安全

素养

信息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７３∗

乘积项

情感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８０∗∗

外界修复 × 食品安全

素养
０􀆰 ０６６∗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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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项目 变量
信任修复意愿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Ｆ 值 ４７􀆰 ２７０ ４０􀆰 ３６８ ４１􀆰 ９２１ ３７􀆰 ７１６ ３５􀆰 ６０３ ３１􀆰 １０７

Ｒ２ ０􀆰 ４４５ ０􀆰 ４７０ ０􀆰 ４１６ ０􀆰 ４５３ ０􀆰 ３７７ ０􀆰 ４０６

ΔＦ 值 ３１８􀆰 ５２２ ３􀆰 ３９６ ２８１􀆰 ７０２ ４􀆰 ２２１ ２３８􀆰 ２１３ ２􀆰 ７３６

ΔＲ２ ０􀆰 ４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３９９ ０􀆰 ００６ ０􀆰 ３６０ ０􀆰 ００４

　 　 注：∗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双尾）；表中数值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整理

根据模型 ３ 可知，当控制变量、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素养和政府监管与食品安全素养的交互项

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时，政府监管与食品安全素养交互项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影响显著（Ｂ ＝
０􀆰 ０７１，ｐ ＜ ０􀆰 １），说明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政府监管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关系，假设 Ｈ３ａ中关于

政府监管的部分得到支持。 由模型 ５ 可知，媒体公信力与食品安全素养交互项（Ｂ ＝ ０􀆰 ０４７，ｐ ＞
０􀆰 １）不显著，表明食品安全素养对媒体公信力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成立，
假设 Ｈ３ａ中关于媒体公信力的部分未得到支持。 根据模型 ７ 可知，社会诚信与食品安全素养交互项

（Ｂ ＝ ０􀆰 ０７５，ｐ ＜ ０􀆰 １）显著，表明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社会诚信与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关系，假设

Ｈ３ａ中关于社会诚信的部分得到支持。 由模型 ９ 可知，信息修复和食品安全素养的交互项（Ｂ ＝
０􀆰 ０７３，ｐ ＜ ０􀆰 １）显著，表明食品安全素养对信息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
设 Ｈ３ｂ中关于信息修复的部分得到支持。 同样，由模型 １１ 可知，情感修复和食品安全素养的交互

项（Ｂ ＝ ０􀆰 ０８０，ｐ ＜ ０􀆰 ０５）显著，表明食品安全素养对情感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

作用，假设 Ｈ３ｂ中关于情感修复的部分得到支持。 最后，由模型 １３ 可知，外界修复和食品安全素养

的交互项（Ｂ ＝ ０􀆰 ０６６，ｐ ＜ ０􀆰 １）也显著，表明食品安全素养对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的关系也具

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Ｈ３ｂ中关于外界修复的部分得到支持。 对于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政府

监管、社会诚信、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对信任修复意愿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假设 Ｈ３ａ

部分得到支持，假设 Ｈ３ｂ全部得到支持。
为了分析政府监管、社会诚信、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外界修复和食品安全素养的交互项如何影响信

任修复意愿，需要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的方向。 因此，本文绘制了食品安全素养对政府监管、社会诚信、
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图（如图 ３ ～图 ７ 所示）。

　 　 　 图 ３　 食品安全素养对政府监管的调节效应　 　 　 图 ４　 食品安全素养对社会诚信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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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　 食品安全素养对信息修复的调节效应　 　 　 　 图 ６　 食品安全素养对情感修复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７　 食品安全素养对外界修复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３ 显示，有着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在高政府监管水平下，相比于食品安全素养

较低的消费者有更高的信任修复意愿，而对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而言，政府监管水

平的提高对其信任修复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小。 图 ４ 显示，有着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

者在高社会诚信水平下，相比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有更强烈的信任修复意愿，而对

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而言，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对其信任修复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

减小。 图 ５ 显示，有着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在高信息修复水平下，相比食品安全素养

较低的消费者有更高的信任修复意愿，而对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而言，信息修复力

度的提高对其信任修复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小。 图 ６ 显示，有着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

者在高情感修复水平下，相比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有更高的信任修复意愿，而对于

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而言，情感修复力度的提高对其信任修复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减

小。 图 ７ 显示，有着较高食品安全素养的消费者在高外界修复水平下，相比于食品安全素养

较低的消费者有更高的信任修复意愿，而对于食品安全素养较低的消费者而言，外界修复力

度的提高对其信任修复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小。 相对于低食品安全素养而言，高食品安全

素养增强了事前防控部分因素和事后修复全部因素对信任修复的影响。 随着食品安全素养

的逐渐升高，事前防控的政府监管和社会诚信以及事后修复的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

复对信任修复的正向影响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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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１． 研究结论

本文以食品安全素养为调节变量，以金龙鱼“地沟油”网络谣言为问卷调查背景案例，实证检

验了事前防控（政府监管、媒体公信力和社会诚信）和事后修复（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
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得到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事前防控因素中，社会

诚信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监管和媒体公信力对信任修复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第
二，事后修复因素中，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均对信任修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信
息修复影响最大，其次是情感修复，再次是外界修复；第三，食品安全素养对事前防控与消费者信任

修复意愿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部分显著，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政府监管和社会诚信对消费者信

任修复意愿的影响；食品安全素养对事后修复与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全部显

著，食品安全素养正向调节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外界修复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
２． 进一步讨论

首先，从社会共治视角，通过定量化研究揭示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下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形

成机理的深层次规律。 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数关注谣言演变机制、应对策略等，从企业或政府等较为

单一的视角，探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的管理对策 （周健明等，２０１５［５２］；张玉亮和杨英甲，
２０１８［１］），从企业因素和心理因素等方面，探讨食品伤害危机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影响因素（青平

等，２０１２） ［１０］。 本文尝试将社会共治理念和实践运用到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中，深入地探讨政

府、食品企业、媒体、第三方机构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中的职责，从事前防

控和事后修复构建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理论模型。
其次，证实了事前防控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发挥着部分积极作用，其中，

政府监管和媒体公信力不发挥作用，社会诚信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关于政府监管和媒体公

信力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一方面，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监管体制不合理，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公正性受质疑等政府失灵（文晓巍

和杨朝慧，２０１８） ［２１］，导致消费者对食品企业品牌声誉乃至国家食品安全控制能力缺乏足够信心，
一旦发生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消费者产生消极情绪和逆向行为，较难重建信任。 另一方面，新
闻媒体基于“上头条”“博眼球”等逐利动机而传播食品伤害谣言，使媒体公信力降低；据《２０１７ 年

食品造谣治理报告》显示，微信（占 ７２％ ）和微博（占 ２１％ ）等自媒体是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重要

平台，“以谣生利”等弊端引起消费者恐慌和焦虑，进而对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影响力失去信心。
以往研究发现社会诚信可发挥激励和监督等作用，对造谣者和传播者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张国臣，
２０１２） ［１９］，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社会诚信在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下对信任修复的影响，在诚实守信

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中，加强社会诚信伦理建设，坚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底线，维护消

费者权益和公共秩序，可重建消费者信任。
再次，证实了事后修复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发挥着全部的积极作用，其

中，信息修复作用最强烈，然后是情感修复，最后是外界修复。 社会认知理论提出，认知是个体产生

情绪与行为的首要条件，信息展现与信息修复有助于个体对于危机事件产生更充分的、更准确的判

断，从而影响后续的个体情绪与个体行为（孙国辉等，２０１９） ［５３］。 已有文献证明了谣言传播后食品

企业有效的信息交流可促进消费者信任修复（Ｘｉｅ 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９） ［２９］，本文发现食品伤害网络谣言

情境下，消费者更关注积极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诱发的焦虑情绪和逆向行

为。 “康师傅从越南进口地沟油”谣言传播后，康师傅集团发布官方辟谣声明、公开供应商名单和

原材料检测报告，维护品牌声誉并获得消费者信任。 可见，食品企业与消费者信息沟通越及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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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负面影响更小，更容易重建对食品企业的信任。 本文验证了信息修

复是最重要的事后修复策略。
本文研究还验证了现有关于食品伤害危机修复策略的文章中提出“否认、澄清、反驳和承诺等

情感沟通可促进消费者形成积极情绪，进而产生信任修复”的研究结论（杨柳和吴海铮，２０１５） ［５４］，
基于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的心理反应过程，在信息修复基础上开展情感修复可有效促进消费者信

任修复。 “６ 个鸡翅膀 ８ 条腿怪鸡”谣言传播后，肯德基在官网发布否认公告，法律起诉造谣微信

号，事后在高考、父亲节上推出微电影、投放情感广告等，积极与消费者进行情感沟通，重获消费者

信任。 因此，本文验证了情感修复在事后修复策略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 以往研究成果虽已

关注食品伤害危机应对策略对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从信息修复、情感修复和纠

正修复三方面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青平等，２０１３） ［５５］ ，本文研究结论发现外界修复也是重要的

事后修复策略之一。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食品安全谣言

防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严惩谣言制造者和建立部门间协调机

制”。 蒙牛遭遇“纯牛奶黄曲霉菌超标”谣言后，积极邀请中国奶业协会和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

行业声明澄清，社会共治使蒙牛集团产品重获消费者信任。 因此，外界修复在事后修复策略中发

挥补充作用。
再次，探索性地研究“外界修复”对信任修复的作用，并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证实了食品伤

害网络谣言治理策略与一般意义的产品伤害危机治理策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由于食品伤害网络

谣言不存在“产品功能性伤害”而无需采取召回和整改等纠正性修复策略（青平等，２０１２） ［１０］，本文

提出事后修复除企业主导的信息修复和情感修复外，还需“外界修复”。 以往研究发现，政府组织、
媒体、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学者等外界主体在辟谣时效性、信息发布专业性等方面各具优势（马超，
２０１９） ［４６］，但对多方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修复策略尚未深入研究。 本文提出的“外界修复”策略，在一

定程度上拓宽了食品谣言治理修复策略的内涵，拓展了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
最后，探索性地验证了食品安全素养作为调节变量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影响。 以往研究

成果较多基于感知风险（孙华梅和张晨珖，２０１７） ［５６］、善意信任信念（张正林和庄贵军，２０１０） ［５７］ 等

心理因素探析其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的调节效应，本文在前人关于“健康素养”研究基础上

（Ｎｕｔｂｅａｍ，１９９８［１３］；邓胜利等，２０１７［３６］ ），贴合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研究情境，创新性地提出了

“食品安全素养”概念，并探索性地检验了“食品安全素养”在事前防控因素和事后修复因素中的调

节效应。 食品安全素养越高，消费者积极关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能自觉维护诚信环境和社会

秩序（李月琳和张秀，２０１８） ［３７］，能更好地理解食品企业披露的质量安全信息（刘泾，２０１４） ［３８］，能与

食品企业进行持续的、紧密的情感沟通和关系维护，能在谣言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因此，食
品安全素养越高的消费者越容易形成信任修复意愿。 本文研究发现了食品安全素养正向加强了事

前防控部分因素和事后修复全部因素与消费者信任修复之间的关系，这表明食品安全素养的作用

不容忽视。 政府监管对信任修复意愿没有显著作用，但加入食品安全素养后政府监管对信任修复

意愿产生积极作用，这表明当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较高时，他们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监管水

平和监管效果有着客观的、全面的认知和评价，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政府失灵的背景下，
消费者仍能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具备甄别能力，不盲目相信并传播谣言，对我国食品安全具备良好

的信心，容易产生信任修复意愿。 因此，本文提出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事前防控，既要从政府层面加

强食品安全网络信息监管，又要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从而促进政府监管对信任修复意愿的作

用。 最后，媒体公信力对信任修复意愿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而加入食品安全素养后媒体公信力对信

任修复意愿仍未产生作用，即当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较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真伪性有

着较强的判断能力，在当前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传播食品伤害谣言泛滥的背景下，较高食品安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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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消费者对媒体信誉度评价不理想，因此媒体公信力对信任修复意愿仍没有积极作用。
３． 管理启示

本文从社会共治视角研究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形成机理。 实证结果表明，
事前防控和事后修复对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其中社会诚信、信息修复、情
感修复和外界修复承担了重要的角色，而食品安全素养对政府监管与信任修复意愿、社会诚信与信

任修复意愿、信息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情感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以及外界修复与信任修复意愿之

间的因果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揭示了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产生的内在机理。 基于上述研究结

论，本文得到管理启示如下：
（１）激励公平竞争，加强社会诚信建设。 首先，培育食品企业社会责任，重塑诚信经营道德价

值观，坚守“质量为本”企业文化，加强员工诚信意识教育，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服务和技术能力。 其

次，加强食品行业诚信档案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企业诚信动态数据库，搭建食品企业诚信交流

平台，推行诚信评价标准制度，实现食品追溯、召回和公众问询。 再次，完善食品企业诚信法律监管，
加大对失信企业问责和处罚，加大诚信违法成本，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食品企业市场竞争环境。

（２）维护网络秩序，推行信息披露制度。 一是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以政府为主导，食
品企业为核心，第三方机构为支撑，媒体为依托，公众为监督，对食品安全总体信息、食品安全风险

预警信息、食品伤害危机修复信息、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信息、食品安全消费者调查信息等进行客观

的、公正的披露。 二是积极进行食品伤害网络谣言辟谣工作，完善食品伤害谣言相关法律法规，实
施造谣传谣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加强维护网络信息传播秩序。 三是提升食品包装信息质量，保证

食品成分、配料、保质期等质量安全信息真实可靠，防止食品欺诈性信息传播，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

知情权。
（３）实践情感营销，提升品牌关系质量。 在“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唤起和满足消

费者情感需求，在食品企业品牌命名、产品包装、广告促销、服务承诺和零售氛围中强调情感因素，
通过官方网站、微信、事件营销和新闻发布会等途径增进与消费者情感交流，创造顾客参与和体验，
提供食品质量安全承诺。 开展情感营销，体现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诚信经营哲学和时代使命感，提
升消费者与食品企业之间的品牌关系质量，提高食品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形成食品伤害网络

谣言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
（４）发挥多方力量，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

事前防控，又要事后修复，必须依靠外界多方力量实现共治共享。 一方面，多部门联动成立食品伤

害网络谣言应急机构，一旦发生谣言传播，发挥政府监管部门、食品企业、媒体、第三方机构、权威专

家和消费者各自的职能和职责，由多方主体形成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社会共治合力，发布及时、全面

的辟谣信息，对消费者做好澄清、安抚等工作，共建良好的食品安全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行政监督

和法律监管并重形成食品伤害网络谣言监管合力，借助外部环境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造谣者进行

行政处罚和法律问责。
（５）开展科普宣传，提升食品安全素养。 全面提升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通过发放食品安全科

普宣传书籍和小册子，开发推广食品安全科普手机 ＡＰＰ，拍摄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微电影，在各企事

业单位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建设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举办食品安全科普教育主题

月活动，多渠道传播食品安全知识，培养消费者对食品伤害谣言科学态度，提升消费者食品安全网

络谣言甄别和处理能力。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理论模型不仅适合解释食品伤害网络谣言情境下消费者信任修复意愿形成机理，也可

能适用于分析食品伤害危机修复、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修复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实证检验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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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受到各种原因约束，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 首先是本文实证研究数据来自广州市消费者的静

态调查样本，未能很好地考虑我国各地区食品产业化程度、网络舆情氛围等客观差异，也难以解释

消费者信任修复的动态演变规律。 后续研究拟在其他大城市选取更为分散的样本，并采用多时段

数据，从而更严谨地解释研究模型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论推广性将进一步提高。 其次是本

文模型尚未考虑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时间、伤害程度以及食品企业伤害危机史等因素对消费者

信任修复意愿的综合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细化研究模型，对食品伤害网络谣言传播机制、
社会共治主体博弈均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框架和实证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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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ｎｅｓ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ｖ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 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ｅｗ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ａ，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ｖ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ｉ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４２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１）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２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ｐｏ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 ３ ）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Ｆｉｒｓｔ，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ｉｒｄ，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ｗｈｉ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ｄａｍａ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ｏ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ｅｄｉ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ｏｏｄ ｈ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ｕｍｏｒｓ；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ｏｓｔ⁃ｅｖ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１２，Ｑ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０５􀆰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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